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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信任的二元结构及其中国涵义

李晓飞

　　内容提要：司法程序和司法结果对司法信任的影响是建设法治国家背景下一个亟待
关注的重要议题。将警察和法官作为信任客体，将司法信任具体化为基于能力的信心和

基于道德的信任，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民众虽然认可警察和法官的专业技能，但并

不满意他们的职业道德和廉洁性，呈现出“虽有信心、却难信任”的二元结构。另一方面，

虽然司法程序和司法结果均显著影响民众对警察和法官的评价，但司法结果是影响信心

的关键变量，而司法程序则是影响信任的关键变量。司法信任二元结构微观理论表明，要

切实增强民众的司法信任，不仅需要提升警察和法官的专业技能来提高司法案件的处理

效率，更需要增强司法程序的公正性，避免不当或非法干预，全面落实司法问责制以及时

惩戒、纠正警察和法官的道德失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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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飞，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一　背景与问题

在现代法治国家的政治系统中，一个坚强有力、运转有效的司法机关是经济稳步增长

和民主持续繁荣的“定盘星”，是守卫正义的坚实盾牌，更是法治精神的象征。然而，在绝

大多数情况下，司法机关却仅仅扮演着“争端终结者”的角色。〔１〕 有效地调停冲突、化解

纠纷固然可以收获民众对司法机关专业技术水平的认可，增强民众对其司法能力（ｊｕｄｉｃｉ
ａｒｙ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的信心，但若无法捍卫公平、彰显正义，司法机关便难以赢得民众的信任，
而民众的信任，是司法机关合法性乃至法治可持续性的先决条件。〔２〕 一旦民众对司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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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缺乏足够的信任，他们就会转而寻求体制外的非正式途径，诉诸暴力抗争甚至黑社会

组织。〔３〕 近年来，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由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公共事件

引发的维权抗争不断涌现，在形成中国第三波集体行动浪潮的同时，〔４〕也将作为“正义守

卫者”的司法机关推上了风口浪尖。如果说“北京雷洋案”和“聊城辱母案”的风波反映出

民众的警察信任危机，那么，“十堰胡庆刚案”和“永州朱军案”的血腥则彰显出民众的法

官信任困境。作为司法机关最重要的两类代言人，警察和法官分别居于守卫正义的前沿

阵地和后防中心。〔５〕 如果信任裂痕迟迟无法消弭，将导致司法公信力的式微甚至正义的

沦丧，成为建设法治国家难以逾越的社会心理障碍。

因此，增强民众的司法信任便成为建设法治国家背景下亟待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

有关中国民众司法信任的文献寥寥无几，而且现有中英文文献均未对“信任”的不同维度

做出明确界定，而这种界定是极为必要的。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信任包含两个维度：其

一是信任客体的道德价值维度，它意味着信任客体恪守对信任主体的承诺（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而不产生背叛行为；其二是信任客体的能力（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维度，它意味着信任主体对信任
客体能够有效地履行其所承担的法定义务和职责有信心。〔６〕 司法信任同样包含这两个

维度。一方面，如果民众信任警察和法官，意味着民众相信警察和法官不会出现行为偏差

（ａｃｔａｓｔｈｅｙｓｈｏｕｌｄ），能够恪守职业承诺和遵守职业道德，〔７〕另一方面，如果民众对警察和
法官有信心，则更多地体现为民众相信警察和法官具有完成本职工作的专业技能。

有信心是否就有信任？西方学者的研究给出了否定性的结论。西方国家的司法机关

扮演的“争端终结者”角色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仅能收获民众的信心，却难以赢得民众的信

任。〔８〕 那么，这种司法信任的二元结构是否也存在于中国？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对司法

绩效做出何种改善才能增强民众的司法信任呢？围绕上述困惑，我们首先扼要梳理司法

信任和中国民众警察信任的代表性文献和理论争议，在反思的基础上彰显本研究的边际

贡献，然后描述研究设计，进而通过相应的量化分析检验研究假设，最后依据实证分析结

果揭示研究的政策涵义。

二　文献与理论

（一）中外司法信任研究演进与理论概览

西方学者对司法信任的系统性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历经２０余年的学术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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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法官而言，本文将警察也作为司法信任客体，是一种宽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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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处于研究繁盛期。在研究起步阶段，司法信任仅是政治信任研究的一个分支，成为

西方工业化国家不断扩散的政治信任危机背景下的一个“应景之术”。当卡迪拉和吉布

森在他们那篇被广为引用的论文中提出“最高法院必须孜孜不倦地追寻和集聚民众支持

才能维持合法性”的观点之后，〔９〕司法信任逐渐引发关注。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国

家，由于司法机关（法院）并不掌握暴力和财政资源，司法权力必须要得到民众与生俱来

的信任才能提升履职的有效性，而这些国家民众的司法信任水平也的确较高，从而促使政

治系统放心地赋予司法机关更多权力，形成“信任—合法性—有效性”之间的良性

循环。〔１０〕

不断涌现的经验研究不仅表明，法律或司法判决只有获得民众足够的认同与尊重之

后才能被民众自愿遵守，〔１１〕更重要的是，民意在司法机关的决策过程中也发挥着极其重

要的作用，司法机关在决策过程中只有保持对民意走向的高度敏感性才能确保司法结果

符合主流社会心理预期进而被广泛接受。〔１２〕 随着研究的推进，研究者们已不满足于仅仅

为司法信任的重要性呐喊，而更希望将包裹在政治信任中的司法信任“摘”出来予以专门

性研究。

于是，司法信任的影响因素便成为研究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围绕哪些因素能

够影响民众的司法信任这一问题，西方学界形成了“程序正义论”和“公民权利论”两种理

论争议。有研究者认为，程序正义（又称“民主感知”）是民众司法信任最重要的影响因

素。特别是当民众面临不确定的司法环境时，司法程序越公正，民众的民主感知度就越

强，司法信任水平也就越高。〔１３〕 即便最终的司法裁决结果不尽人意，只要司法程序是公

正的，也能增强民众的司法信任。〔１４〕 也有研究者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在民主国家，

公民权利才是增强司法信任的“蓄水池”，仅仅强调程序正义而忽视甚至无视公民权利无

助于司法机关争取民意。尤其是面临争议性裁决时，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护比民主感

知更能提升民众的司法信任水平。〔１５〕

与西方学界相比，国内司法信任实证研究在２０１３年左右才起步。对近五年来为数不
多的文献进行梳理之后可以发现，国内文献主要聚焦于两方面研究内容：一是中国民众司

法信任的总体水平及其特征，二是中国民众司法信任的影响因素。有研究者发现，当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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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众的司法信任呈现出一种“差序格局”，即：民众对较高级别司法机关的信任水平高

于对较低级别司法机关的信任水平。〔１６〕 司法信任水平较高的民众是那些在社会分层中

处于下层的弱势群体，而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强势群体的司法信任水平普遍较低，这种“反

梯度”特征意味着中国的司法信任只能是一种“下层的信任”。〔１７〕 部分研究者尝试对司

法信任影响因素做出研判，研究发现，主观程序正义显著影响司法信任。如果司法机关的

运作或其行为符合民众对于程序正义的主观感受和认知，即民众认为司法机关做决定的

程序是公正的，那么，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更乐于接受，其司法信任水平也会更高，〔１８〕但

也有研究指出，并非程序正义而是“矛盾解决”这一客观因素显著影响司法信任，因为它

与民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如果民众遭遇的社会矛盾越能够得到迅速有效的解决，他

们的司法信任水平就越高。〔１９〕 这种异议类似于究竟是“民主感知”还是“公民权利”更能

影响民众的司法信任在西方学界引发的争论。

（二）中国民众警察信任研究回顾

早在２００１年，有学者就曾对中美两国民众的警察信任水平做过实证对比。研究结果
表明，中国民众的警察信任水平远低于美国民众的警察信任水平，〔２０〕但令人遗憾的是，该

研究并未引发持续性讨论。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以及一系列颇具社会影响

的公共治安事件的发生，将警察卷入了舆论旋涡，中国民众的警察信任也逐渐引发学界关

注，一些实证研究成果陆续出现。有研究者发现，相较于年长者，年轻人更加不信任警察，

因为警察往往成为年轻人“通往自由之路”的障碍。〔２１〕 相比于男性，女性更容易成为被警

察保护的对象，她们的警察信任水平更高，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更有可能凭借其认知能力

察觉和批判警察的不当行为，进而降低他们的警察信任水平。〔２２〕 户籍身份同样是影响警

察信任的重要变量。农村人口由于在户籍上的弱势，往往表现出较低的警察信任水

平。〔２３〕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农村人口和外来务工人员在户籍身份上的弱势并不必然降

低他们的警察信任水平，尤其是当他们已经适应了户籍分层并逐渐据此调整了预期之后，

他们的警察信任水平就会高于本地居民的警察信任水平。〔２４〕

随着研究的推进，一些社会人口属性之外的因素对警察信任的影响也逐渐被发掘。

有研究者指出，如果民众对人身、财产、社区治安和交通等方面感受到安全，会显著提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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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警察信任水平。〔２５〕 主观阶层认同也能够显著影响警察信任，但这种影响究竟是正向

还是负向，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研究者认为，主观阶层认同较高的民众更倾向于信任警

察，〔２６〕但也有研究者以西方流行的“批判性公民”理论作为解释依据，认为主观阶层认同

对警察信任的影响是负向的，原因在于，那些认为自己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民众由于更具

批判精神而更不信任警察。〔２７〕 有研究者在考察了政治效能感（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对中国民
众警察信任的影响后发现，外在政治效能感和内在政治效能感对警察信任的影响是不同

的。外在政治效能感高的民众会认为政府能够对他们的诉求做出积极回应而产生亲建制

意识，警察信任因而显著增强，而内在政治效能感高的民众对自己影响政府行为的能力高

度自信，一旦其行为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就会产生反建制意识，警察信任则将因此而降

低。〔２８〕 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对民众警察信任的影响同样存在差异。结构型社会资本（参

与各种社交活动）对民众警察信任并无显著提升效应，但认知型社会资本却能够显著增

强民众的警察信任。〔２９〕

（三）已有研究的未尽议题

尽管已有研究为解读中国民众司法信任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仍然可以继续探寻知识

增长的空间。首先，虽然警察信任和法官信任都可以用来评估民众司法信任水平，〔３０〕但

在中国现实场域中，法官信任无疑是更为重要的测量指标，而考察中国民众法官信任的中

英文文献皆不多见，故亟待跟进。其次，已有警察信任研究遮蔽了诸如警察执法程序的公

正性和独立性、侦查效率以及处置结果等与民众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绩效指

标，而这些绩效指标是民众更能够直接感知的，更有可能影响他们对警察的评价。更为重

要的是，已有研究均未区分基于职业道德的信任和基于专业技能的信心。一方面，正如前

文所言，信心和信任不能完全等同，有信心未必就有信任；另一方面，如果不做区分，我们

就无法准确把握究竟哪些绩效指标能够对民众的警察信任和法官信任产生实质性影响，

也就无法有针对性地改善相应的司法绩效。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旨在从司法程序和司法结果两个层面考察中国民众司法信任的影响因素，并

检验西方学者提出的司法信任二元结构是否同样存在于中国。本研究力图弥补已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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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未曾明确区分司法信任双重属性的缺憾，从信心和信任两个维度，将司法信任操作化

为民众对警察与法官的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包括廉洁性）的评价，然后采用２０１５年中
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究竟哪些程序变量和结果变量能够影响民众对警察和法官的

信心，哪些程序变量和结果变量能够影响民众对警察和法官的信任，进而构建中国民众司

法信任二元结构微观理论，并揭示该微观理论之于法治国家建设的政策涵义（见图１）。

图１　本研究设计思路

围绕本研究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和研究思路，并基于对已有研究的反思，我们提出以下

研究假设：

假设１：有信心并不代表有信任，中国民众的司法信任存在二元结构。
前文已指出，西方司法机关扮演的“争端终结者”角色仅能收获民众的信心，并不能

因此赢得民众的信任。依据已有文献并结合当前中国司法活动的真实实践，我们认为，如

果民众对警察和法官专业技能有信心，并不代表他们会认为警察和法官能够恪守职业道

德，也不会认为警察和法官都是廉洁奉公的。换言之，中国同样存在司法信任的二元结

构，这种二元结构可具体化为以下两个子假设：

假设１ａ：如果民众对警察专业技能有信心，并不代表他们信任警察的职业道德和廉
洁性。

假设１ｂ：如果民众对法官专业技能有信心，并不代表他们信任法官的职业道德和廉
洁性。

假设２：司法程序越公正、越能规避外部干扰，就越能增强民众的司法信任。
程序公正意味着司法机关的决策过程是中立的，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影响，能够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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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无偏私地对待每一位当事人。〔３１〕 只要民众认为司法程序是公正的，即便裁决结果不尽

人意，他们也会认为司法机关是值得信任的。〔３２〕 如果将司法信任操作化为民众对警察和

法官职业道德及廉洁性的评价，程序公正的意义就在于，如果警察和法官在执法和审判过

程中能够规避来自私人关系或其他途径的干预，不偏向任何一方当事人，民众就会对警察

和法官的职业道德与廉洁程度做出积极评价，进而增强他们对警察和法官的信任。由此，

可引申出假设２的两个子假设：
假设２ａ：警察执法过程越公正、越能避免非法干预，民众的信任水平越高。
假设２ｂ：法官审判过程越公正、越能避免非法干预，民众的信任水平越高。
假设３：司法结果产出速度越快、执行效率越高，越能增强民众的司法信心。
民众对警察和法官的态度不仅取决于司法程序，司法结果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尤其是在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如果司法结果迟迟难以产出，或是执行屡屡受挫，那么，警察

和法官的专业技能就会备受民众质疑，甚至滋生出“拖延正义就是否定正义”的社会心

理。〔３３〕 有研究者指出，如果民众认为司法机关的行动迟缓，司法结果的获得与执行效率

不高，就会降低他们的司法信心。〔３４〕 近年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有广泛影响的社会公共

治安事件的处置结果迟迟难以公之于众，而一批冤假错案（如聂树斌案、缪新华案和张氏

叔侄案）的纠正或改判虽然彰显出法治精神的光芒，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司法能力

的“短板”，致使警察和法官的专业技能饱受民众诟病。由此，可引申出假设３的三个子
假设：

假设３ａ：警察侦破案件和执行裁决的效率越高，民众对警察专业技能的信心越强。
假设３ｂ：法官审理案件的效率越高，民众对法官专业技能的信心越强。
假设３ｃ：法官二审时越能纠正一审错误，民众对法官专业技能的信心越强。

四　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采用的是２０１５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ＣＧＳＳ２０１５）。〔３５〕 之所以采用此数
据，一方面是因为与已有司法信任研究普遍使用地区性或其他小范围调查数据相比，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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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ｅｗ，７－８，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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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数据全部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之《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项目。该项
目始于２００３年，是中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学术调查项目，每１－２年举行一次，ＣＧＳＳ２０１５为该项
目最新一期数据。作者感谢该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本研究内容作者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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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样本的代表性更强，研究结论信度更高。更重要的原因是，ＣＧＳＳ２０１５增加了一个专门
的“法制模块”，其中涵盖了可用于测量司法程序、司法结果、警察信任和法官信任等极为

丰富且操作化程度较高的诸维度信息。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之后发现，样本量在某些

具体变量上存在诸如“不知道”、“不适用”、“无法回答”和“拒绝回答”等难以归类的数

据。一般而言，对于这类数据的处理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加权等方式进行统计修正，二

是直接将其从样本中剔除。由于通过加权等方式进行的统计修正不过是“对某些比例过

低的群体所做的补偿”，它假定回答者和不回答者是没有差异的，〔３６〕而研究对象主观上不

愿参与调查造成的“拒绝回答”或“不知道”，与抽样偏差或特定调查方式造成的“不适

用”、“无接触”和“无法回答”，存在明显区别。〔３７〕 同时，由于样本原始规模较大且无回答

数量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因此，我们将之作为缺失数据予以剔除。由于各个变量中的缺失

数据数量不同，导致各个变量中的有效样本数也不一样，在接下来的变量赋值及其描述性

特征中将对此予以展示。

（二）变量及其操作化

１．因变量

因变量为民众的司法信任。我们首先将司法信任具体化为警察信任和法官信任，然

后按照研究思路中关于信任和信心的区分，并依据ＣＧＳＳ２０１５“法制模块”中提供的信息，
将“信任”操作化民众对警察和法官“职业道德水平”与“廉洁程度”两项指标的评价，将

“信心”操作化为民众对警察和法官“专业技能”的评价。具体操作化过程如下：

（１）职业道德水平。依据民众对警察职业道德水平打分的描述统计（均值为６９．９０
分），将“０－７０分”视为低信任，“７２－１００分”视为高信任，分别赋值为１和２，形成一个新
的分隔变量。依据民众对法官职业道德水平打分的描述统计（均值为７２．５２分），将“０－
７０分”视为低信任，“７５－１００分”视为高信任，分别赋值为１和２，同样形成一个新的分隔
变量。〔３８〕

（２）廉洁程度。依据民众对警察和法官廉洁程度的评价，将“普遍非常腐败”、“多数
比较腐败”和“差不多一半廉洁”视为低信任，“普遍非常廉洁”和“多数比较廉洁”视为高

信任，分别赋值为１和２，形成两个分隔变量。
（３）专业技能。依据民众对警察法律专业水平打分的描述统计（均值为７２．２５分），

将“０－７２分”视为弱信心，“７５－１００分”视为强信心，分别赋值为１和２，形成一个新的分
隔变量。依据民众对法官法律专业水平打分的描述统计（均值为７７．０６分），将“０－７７
分”视为弱信心，“７８－１００分”视为强信心，分别赋值为１和２，形成一个新的分隔变量。

２．自变量

自变量为司法绩效，包括司法程序和司法结果两个维度。结合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法制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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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中提供的相关信息，对自变量做如下操作化处理：

（１）程序公正性。包括警察执法程序的公正性和法官审判程序的公正性。对于前者
而言，根据民众对“犯同样的法，有钱有势的人容易被从轻处理”和“在侦查过程中，警察

刑讯逼供”这两个论断的态度，将“比较符合”和“完全符合”视为不公正，将“一般”视为

基本公正，将“比较不符合”和“完全不符合”视为公正。根据民众对“警察抓人需要严格

的手续”这一论断的态度，将“比较不符合”和“完全不符合”视为不公正，将“一般”视为

基本公正，将“比较符合”和“完全符合”视为公正。对于后者而言，根据民众对“在民事审

判中，法官会偏向任何一方当事人”、“在行政审判中，法官会考虑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和

法院的关系”和“老百姓打官司立案难”这三个论断的态度，将“比较符合”和“完全符合”

视为不公正，将“一般”视为基本公正，将“比较不符合”和“完全不符合”视为公正。按照

不公正、基本公正和公正的顺序，赋值为１－３。
（２）程序独立性。司法程序的独立性是衡量司法绩效的重要指标。有学者指出，日

本司法绩效较高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司法程序进行中能够保持独立性，较少受到来自其

他方面的干扰。〔３９〕 以“警察侦查和法官审判受到非法干预的程度”作为测量程序独立性

的指标，将“非常严重”和“比较严重”视为缺乏独立性，将“一般”和“不太严重”视为独立

性弱，将“完全没有”视为独立性强。同时，由于本研究重点关注法官信任，因而加入了专

门考察法官审判独立性的变量。依据民众对“媒体对案件报道失实，法官能不顾舆论压

力独立作出公正判决”这一论断的态度，将“完全不符合”和“比较不符合”视为缺乏独立

性，将“一般”视为独立性弱，将“比较符合”和“完全符合”视为独立性强。依据民众对

“如果法院领导不抵制当地政府干预，造成审判不公，您认为他们是否会被问责？”这一问

题的回答，将“很少会被问责”和“有时会被问责”视为缺乏独立性，将“基本上会被问责”

视为独立性弱，将“通常会被问责”和“总是会被问责”视为独立性强。按照缺乏独立性、

独立性弱到独立性强的顺序，赋值为１－３。
（３）结果产出效率。包括警察执法（侦查）结果产出效率和法官审判结果产出效率。

就前者而言，以民众对“刑事案件侦破时间”的态度为依据，将“最终根本破不了案”和“会

拖很久”视为低效，将“要拖上一段时间”视为中效，将“不久就会侦破”和“很快就会侦

破”视为高效。以民众对“强制执行速度”的态度为依据，将“长期拖延、基本不执行”和

“执行很慢”视为低效，将“一般”视为中效，将“执行很快”和“执行迅速”视为高效。就后

者而言，根据民众对“您认为一审判决出结果的速度会有多快？”这一问题的回答，将“非

常慢”和“比较慢”视为“低效”，“一般”视为“中效”，“非常快”和“比较快”视为“高效”。

基于民众对“如果一起诉讼案件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二审能够发现和更正”这一论断的态

度，将“完全不符合”和“比较不符合”视为“低效”，“一般”视为“中效”，“比较符合”和

“完全符合”视为“高效”。按照低效、中效到高效的顺序，赋值为１－３。
３．控制变量

按照研究惯例，控制变量为社会人口属性。其中，性别、民族、户籍、政治面貌和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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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等为类别变量，均以虚拟变量方式予以赋值。年龄和收入为连续变量，年龄取其平方

值，收入取个人年收入自然对数的平方值。教育程度为定序变量，按照从初中及以下、高

中（中专／技校）、大学专科到大学本科及以上的编码顺序，分别赋值为１－４。阶层认同也
是定序变量，借鉴已有研究的操作化方式，〔４０〕将１－１０分的阶层认同排序按照从下层、中
下层、中层、中上层和上层的编码顺序，分别赋值为１－５。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为了更为客观地展示样本情况，表１中的因变量和
自变量数据均为未重新编码之前的原始信息。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及其操作化指标
有效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因

变

量

信任

警察职业道德评分 ３２４３ ６９．９０ １８．０１ １００ ０

警察廉洁程度评价 ３５１６ ３．２９ ０．９４ ５ １

法官职业道德评分 ２９９９ ７２．５２ １６．６６ １００ ０

法官廉洁程度评价 ３２５６ ３．４４ ０．８８ ５ １

信心
警察专业技能评分 ３２０４ ７２．２５ １６．３４ １００ ０

法官专业技能评分 ２９７７ ７７．０６ １５．２３ １００ ０

自

变

量

程序

公正性

警察从轻处理有钱有势者 ３５９８ ３．５８ ０．９２ ５ １

警察刑讯逼供 ２８６９ ２．８０ ０．９０ ５ １

警察抓人需严格手续 ３３５８ ３．５４ ０．８６ ５ １

法官偏向任何一方当事人 ２９７２ ２．９９ ０．８８ ５ １

法官考虑被告与法院的关系 ２９０６ ３．２４ ０．８５ ５ １

老百姓打官司立案难 ３３３７ ３．６３ ０．９３ ５ １

程序

独立性

警察侦查受到非法干预程度 ２９８３ ３．１６ ０．８２ ５ １

法官审判受到非法干预程度 ２８３４ ３．２３ ０．８６ ５ １

舆论报道失实下法官独立做出判决 ２９０８ ３．１９ ０．８５ ５ １

法院领导不抵制当地政府干预被问责 ２９９６ ２．５６ １．０９ ５ １

结果产出

效率

警察侦破刑事案件所需时间 ３２３０ ２．６７ １．０３ ５ １

警察强制执行速度 ３２４１ ２．４０ ０．８７ ５ １

法官一审判决出结果速度 ３２６４ ２．４０ ０．８６ ５ １

法官二审更正一审适用法律错误 ２８３４ ３．３３ ０．７８ ５ １

控制

变量

性别（男＝１） ３７７７ ０．４７ ０．５０ １ ０

民族（汉族＝１） ３７７１ ０．９２ ０．２７ １ ０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１） ３７６３ ０．１０ ０．３０ １ ０

婚姻状况（在婚＝１） ３７７７ ０．７７ ０．４２ １ ０

户籍（农业户口＝０） ３７７４ ０．４３ ０．４９ １ ０

年龄（实际年龄平方值） ３７７７ ２８１３．６１１７５９．９５９０２５．００ ３２４．００

收入（个人年收入自然对数平方值） ３５７８ ９６．４４ ２１．５４ ２１０．５０ ２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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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及其操作化指标
有效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控制

变量

教育程度（大学本科及以上＝４、大学专科 ＝３、高中
＝２、初中及以下＝１）

３７６７ １．５７ ０．９５ ４ １

阶层认同（上层＝５、中上层＝４、中层 ＝３、中下层 ＝
２、下层＝１）

３７４７ ２．４４ ０．８４ ５ １

注：１．表中部分数据做了四舍五入处理。
２．由于每个变量上存在数量不等的无回答样本，最后纳入实证分析的样本量可能不同于表中的有效
样本量。

（三）方法

本研究首先对重新编码之后的因变量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对民众司法信任的现状

和基本特征进行宏观勾勒，重点在于展示信心和信任的分布差异，以检验假设１。接下
来，通过回归分析考察程序变量和结果变量究竟如何影响了民众对警察和法官的信心与

信任，以检验假设２和假设３。由于因变量“职业道德”、“廉洁程度”和“专业技能”均为
包含两个取值的分隔变量，因此，采用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方法。

五　研究发现

（一）中国民众司法信任现状与基本特征

我们对重新编码之后的因变量做了描述统计，勾勒出民众对警察和法官的职业道

德、廉洁程度以及专业技能评价的频数分布差异，以探究司法信任的现状与基本特征

（见表２）。

表２　民众对警察和法官职业道德、廉洁程度与专业技能的评价

因变量 操作化指标 频数 有效百分比（％） 平均值 标准差

信任

警察职业道德
高信任 ９６２ ４５．４

低信任 １１５８ ５４．６
１．４５ ０．５０

警察廉洁程度
高信任 １０１７ ４５．９

低信任 １１９８ ５４．１
１．４６ ０．５０

法官职业道德
高信任 １０２９ ５３．１

低信任 ９０９ ４６．９
１．５３ ０．５０

法官廉洁程度
高信任 １０７９ ５３．８

低信任 ９２７ ４６．２
１．５４ ０．５０

信心

警察专业技能
强信心 １０８７ ５１．４

弱信心 １０２９ ４８．６
１．５１ ０．５０

法官专业技能
强信心 １２５７ ６５．０

弱信心 ６７７ ３５．０
１．６５ 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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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整体而言，民众对警察和法官的评价都较低。从信任和信心的三项操作化指标

来看，平均值都在中数（１．５）左右徘徊，或是低于中数，或是略高于中数。即便是民众评
价较好的法官专业技能，其平均值也不过比中数高出１５％。可见，中国民众的司法信任
现状并不乐观。

其次，相对而言，民众对法官的评价要好于对警察的评价。从信任维度来看，在民众

对法官职业道德和廉洁程度评价的有效百分比中，高信任比例都要高于低信任比例，两者

相差约７个百分点，但在民众对警察职业道德和廉洁程度评价的有效百分比中，选择高信
任的比例均低于选择低信任的比例，而且两者相差了近１０个百分点。就信心维度而言，
尽管在民众对警察和法官专业技能评价的有效百分比中，强信心比例都要高于弱信心比

例，但是，对警察专业技能信心较强的民众比例只比信心较弱的民众比例高出不到３个百
分点，而对法官专业技能信心较强的民众比例却比信心较弱的民众比例高出３０个百分
点。上述差异表明，如果对司法信任的影响因素予以统一测度可能会陷入区群谬误，不信

任警察的民众未必不信任法官（尽管民众对两者的信任度都不高）。因此，将司法信任区

分为警察信任和法官信任是更为合理的思路。

再次，就本研究重点关注的信任和信心双重维度的比较而言，民众对警察和法官的评

价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有信心而无信任”状态。一方面，在民众对警察专业技能的评价

中，强信心比例高于弱信心比例，但在对警察职业道德和廉洁程度的评价中，高信任比例

均低于低信任比例，是一种典型的“有信心而无信任”。另一方面，尽管民众对法官的评

价相对较好，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对法官专业技能的评价中，强信心比例比弱信心比例

要高出３０个百分点，但在对法官职业道德和廉洁程度的评价中，高信任比例却比低信任
比例仅高出约７个百分点。相对而言，这依然是一种“有信心而无信任”的局面。这表
明，虽然民众对警察和法官的专业技能有信心，但却并不信任他们的职业道德和廉洁性。

由此可言，中国民众司法信任存在二元结构，假设１得到支持。

（二）基于程序和结果的司法信任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我们以程序变量和结果变量作为预测变量，对警察信任和法官信任影响因素进行了

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见表３）。

表３　民众警察信任和法官信任影响因素的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警察信任 法官信任

信任 信心 信任 信心

职业道德

（模型１）
廉洁性

（模型２）
专业技能

（模型３）
职业道德

（模型４）
廉洁性

（模型５）
专业技能

（模型６）

控制变量 系数（标准差）

性别
－．２６５

（．１０８）
－．３３６

（．１０９）
－．２４８

（．１０７）
－．１１１
（．１１５）

－．１８１
（．１１３）

－．１５３
（．１１５）

民族
－．０８３
（．２０２）

－．２５９
（．２０６）

－．１６７
（．２００）

－．０５５
（．２２２）

－．０６９
（．２２１）

－．１３８
（．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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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警察信任 法官信任

信任 信心 信任 信心

职业道德

（模型１）
廉洁性

（模型２）
专业技能

（模型３）
职业道德

（模型４）
廉洁性

（模型５）
专业技能

（模型６）

控制变量 系数（标准差）

政治面貌
．１８５
（．１７８）

．２０４
（．１８０）

．２８３
（．１７６）

－．１５０
（．１８５）

．１１２
（．１８３）

．０５０
（．１８６）

户籍
－．１８４
（．１２７）

－．０２４
（．１２９）

－．０６４
（．１２５）

－．１１３
（．１３４）

．２０６
（．１３３）

－．０４５
（．１３４）

婚姻状况
－．１４６
（．１２９）

．１９１
（．１３０）

－．１０８
（．１２７）

－．００５
（．１３５）

．０７３
（．１３３）

－．１３７
（．１３８）

教育程度
－．００６
（．０７０）

－．００５
（．０７１）

－．０８７
（．０６８）

．０５０
（．０７３）

－．０７３
（．０７２）

．０３３
（．０７３）

阶层认同
．１４３

（．０６７）
．１５２

（．０６６）
－．０８１
（．０６７）

．１４１

（．０７１）
．１５５

（．０７０）
．０１１
（．０７１）

年龄

（年龄平方）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收入

（对数平方）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３）

程序变量 系数（标准差）

警察从轻处理有钱有势者
．４５１

（．０７２）
．４６３

（．０７３）
．３９２

（．０７２）

警察刑讯逼供
．１５１

（．０６９）
．３０７

（．０６９）
．０５０
（．０６８）

警察抓人需严格手续
．３０６

（．０７４）
．４７７

（．０７８）
．３０１

（．０７６）

警察侦查受到非法干预程度
．４３０

（．１２０）
．５８６

（．１２７）
．４０２

（．１２４）

法官偏向任何一方当事人
．１９３

（．０８１）
．２５６

（．０８０）
．１８１

（．０８０）

法官考虑被告与法院的关系
．１４８

（．０８５）
．２１５

（．０８３）
．０６５
（．０８２）

老百姓打官司立案难
．１６１

（．０８３）
．２３４

（．０８３）
－．０２６
（．０８４）

法官审判受到非法干预程度
．４３７

（．１２４）
．５４２

（．１２５）
．３００

（．１２１）

舆论报道失实下法官

独立做出判决

．２９６

（．０７８）
．４１１

（．０７９）
．２４１

（．０７８）

法院领导不抵制当地政府

干预被问责

．１２７

（．０６８）
．２１０

（．０６８）
．０９２
（．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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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警察信任 法官信任

信任 信心 信任 信心

职业道德

（模型１）
廉洁性

（模型２）
专业技能

（模型３）
职业道德

（模型４）
廉洁性

（模型５）
专业技能

（模型６）

结果变量 系数（标准差）

警察侦破刑事案件所需时间
．１７３

（．０７３）
．１９２

（．０７２）
．３６３

（．０７３）

警察强制执行速度
．２４４

（．０８４）
．２２７

（．０８３）
．３７６

（．０８３）

法官一审判决出结果速度
．２０３

（．０８９）
．３２５

（．０８５）
．４３６

（．０８７）

法官二审更正一审

适用法律错误

．２００

（．０８４）
．３６５

（．０８６）
．４５０

（．０８５）

常量
－２．９９１

（．４７９）
－４．６６９

（．４９９）
－２．６０３

（．４６８）
－３．８９３

（．５０５）
－３．８２３

（．５０３）
－１．６５７

（．４８６）

卡方值 ２１０．５７９ ３１２．２４０ １７４．６２１ ２３４．８９２ ２５４．４６８ ８８．５４８

样本量（Ｎ） ２１２０ ２２１５ ２１１６ １９３８ ２００６ １９３４

－２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２１２７．８７０ ２１４２．１７８ ２１７３．４７６ １９２８．０９０ １９８１．５１９ １９１９．１２３

Ｃｏｘ＆ＳｎｅｌｌＲ２ ．１１７ ．１６１ ．０９８ ．１３９ ．１４５ ．０５５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２ ．１５６ ．２１５ ．１３１ ．１８６ ．１９４ ．０７６

注：１．标准化回归系数和稳健标准误。
２．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１．社会人口属性对警察信任和法官信任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社会人口属性并未能显著影响民众对警察和法官的评价。尽管如此，其

中仍有一些变量呈现出统计意义，在此略作分析。

性别、收入和主观阶层认同三个变量有一定的影响。首先，就民众对警察的评价来

看，相比于男性，女性不仅对警察的专业技能更有信心，也更信任警察的职业道德与廉洁

性。这固然与女性更容易成为被警察保护的对象有关，但女性独立性的增强和家庭地位

的提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尽管中国尚未出现西方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但女性独

立性的日益增强及其家庭地位上升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意味着女性对警察的积极评价

能够保持一定的自主性，不会轻易受到男性的影响而下滑。此外，收入越低者和主观阶层

认同较高者更信任警察。如果说收入对警察信任０．７个百分点的负向影响较为微弱，与
已有研究认为收入对警察信任没有显著影响，尚能用数据差异等偶然性因素解释的话，那

么，主观阶层认同对警察信任约１５个百分点的正向影响，则彰显出中国民众的警察信任
更有可能在主观上是一种“上层的信任”。那些居于社会中上层以上的群体，更有可能凭

借其具有的阶层地位或社会资本优势建立与警察的“亲密关系”而更加信任警察。

其次，就民众对法官的评价而言，性别的影响已不再显著，但收入和主观阶层认同依

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与警察信任相同，法官信任也呈现出客观阶层地位与主观阶层

·４４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认同影响方向的不一致，而且主观阶层认同对法官信任也具有约１５％的正向影响，表明
主观阶层认同越高的群体越信任法官。作为代表客观阶层地位的两项重要指标，收入的

影响微乎其微，教育程度的影响更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相对于客观阶层因素，主观阶

层认同因素是测量民众政治态度更为合理有效的方式。〔４１〕 因此，中国民众的法官信任在

主观上也是一种“上层的信任”。

２．程序变量对警察信任和法官信任的影响

程序变量对警察信任和法官信任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首先，尽管程序变量对信任和信心两个维度均有影响，但相对而言，对信任维度的影

响更大。我们将警察信任组和法官信任组前两个模型与第三个模型进行对比之后即可发

现，前两个模型的回归系数都要大于后一个模型的回归系数，甚至还出现了某些程序变量

的回归系数在第三个模型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情况。例如，在警察信任组，“警察刑讯

逼供”对警察专业技能的影响不显著，而在法官信任组，“法官考虑被告与法院的关系”、

“老百姓打官司立案难”与“法院领导不抵制当地政府干预而被问责”这三个程序变量对

法官专业技能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程序的公正性和独立性会显著影响民众对

警察和法官职业道德与廉洁程度的评价，但对警察和法官专业技能的评价并不会因此受

到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并不能据此认为民众对警察和法官专业技能的评价与执法（侦

查）和审判程序毫无关联，更不能得出“无论程序如何，都不会影响民众对警察和法官的

信心”这样的结论。例如，不能依据“警察刑讯逼供”对警察专业技能的影响不显著，或

“老百姓打官司立案难”对法官专业技能的影响不显著，就认为警察在侦查过程中是可以

刑讯逼供的，或认为法官拒绝为普通民众的诉讼立案是合理的。如果因为预测变量对因

变量的影响不显著而接受预测变量代表的消极行为，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其次，虽然程序变量显著影响信任，但程序变量对代表信任维度的两个操作化指标的

影响程度有所差异。从总体上看，程序变量对警察和法官廉洁性评价的影响要高于对他

们职业道德评价的影响。在警察信任组，模型２的回归系数要大于模型１的回归系数，在
法官信任组，模型５的回归系数要大于模型４的回归系数，有些变量的回归系数在两个模
型之间的差额甚至达到１０个百分点以上。例如，“警察侦查受到非法干预程度”对警察
廉洁性影响的回归系数比其对警察职业道德影响的回归系数高出约１５个百分点，“舆论
报道失实下法官独立做出判决”对法官廉洁性影响的回归系数比其对法官职业道德影响

的回归系数高出约１２个百分点。这一结果表明，相对而言，程序的公正性与独立性更能
影响民众对警察和法官廉洁性的评价，这也是本研究对已有研究的一个拓展。在西方学

者的研究中，职业道德是信任的操作化指标，它意味着民众相信警察和法官不会产生背叛

行为，但廉洁性却鲜有关注。本研究表明，在中国现实场域中，相较于职业道德，民众更关

注警察和法官的廉洁性，而司法程序的公正性和独立性，也更能影响民众对警察和法官廉

洁性的评价。因此，假设２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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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结果变量对警察信任和法官信任的影响

结果变量对民众的警察信任和法官信任同样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首先，对信任和

信心两个维度进行比较之后可以发现，结果变量更能影响民众对警察和法官专业技能的

评价。在警察信任组，代表结果变量的指标“警察侦破刑事案件所需时间”在第３个模型
中的回归系数比在前两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分别高出约１９％和１７％，代表结果变量的另
一个指标“警察强制执行速度”在第３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比在前两个模型中的回归系
数分别高出约１３％和１５％。在法官信任组，代表结果变量指标“法官一审判决出结果速
度”在第３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比在前两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分别高出约１３％和１１％，
代表结果变量的另一个指标“法官二审更正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在第３个模型中的回归
系数比在前两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则分别高出约２５％和１０％。这一结果表明，司法结果
的积极作用更多地体现为提升民众的司法信心，但对于提升民众对警察和法官的信任，尤

其是对于增强民众对警察和法官职业道德的认可而言，效果并不十分显著。

其次，在我们重点关注的法官组内部，代表结果变量的两个指标影响程度有所差别。

相对而言，如果法官在二审中能够更正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则更能提升他们对法官能力的

信心。这也提示我们，一方面，法官在提高一审效率的同时，需要尽可能避免适用法律错

误，造成冤假错案；另一方面，民众非常看重法官在二审时能否及时发现并纠正冤假错案。

近年来对若干冤假错案的纠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中国法官专业技能的不足，但同

时也是呼应民众心声、展现依法治国坚定决心的举措，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据此，

假设３也得到支持。

六　结论与政策涵义

本研究基于ＣＧＳＳ２０１５数据并使用相应的计量模型，以程序和结果作为预测变量，考
察了司法绩效对中国民众司法信任的影响，着重阐释了已有研究鲜有论及但却亟待关注

的法官信任。一项可能更具创新性的设计是，我们界定了司法信任的双重维度，即：基于

职业道德和廉洁性的信任以及基于专业技能的信心，分别探究了程序变量和结果变量对

司法信任双重维度的影响。

上述研究设计使我们得以捕捉到一些新发现。首先，中国民众的司法信任呈现出一定

程度的阶层分化，居于社会上层的民众更加信任警察和法官。这一结论似乎与流行的“批

判性公民”理论相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尽管社会上层群体因其具有的诸种分层优势而

更有能力认知和批判警察和法官的行为，但他们同样可以凭借分层优势建立起与警察和法

官的“亲密关系”。此外，精英群体在遭遇民事纠纷时也更倾向于诉诸法律途径来解决。〔４２〕

由于阶层地位相近，或是作为“精英主义”价值观的秉持者和既有制度下的受益者，〔４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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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和法官由于行为偏差或失范而备受争议时，社会上层群体更多地希冀于警察和法官

自身行为的改善或司法机关在体制内自上而下的权威推动而非自下而上的“民粹主义”

变革，因而仍然保持着对警察和法官较高的信任水平。

其次，中国民众的司法信任呈现出“虽有信心、却难信任”的二元结构。这是已有研

究未曾予以关注的现象，也是本研究最重要的创新之一。无论是对警察还是法官的评价，

民众更为认可的都是警察和法官的专业技能，但对于他们的职业道德和廉洁性，民众的满

意度都不乐观。可见，司法信任的二元结构并不是西方司法实践中独有的现象，它同样存

在于中国司法实践的现实场域中。如果说两者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相对于职业道德，中国

民众更看重警察和法官的廉洁性。但无论如何，“虽有信心、却难信任”的微观理论，或称

为司法信任二元结构的“中国经验”提示我们，虽然警察和法官的专业技能差强人意，但

他们的职业道德和廉洁性却令民众更为担忧。造成中国民众司法信任水平欠佳的主要原

因，并不是民众对警察和法官的专业技能没有信心，而是民众不信任警察和法官的职业道

德，尤其是警察和法官的廉洁性与民众的预期相距甚远。由于民众的司法信任是一种

“上层的信任”，而上层精英群体毕竟是社会中的“少数派”，这就意味着在社会分层中居

于中下层的“多数派”一旦遭遇纠纷，他们可能并不会通过正式的法律途径求助于警察或

法官，而更可能通过各种非正式途径寻求问题的解决，形成诸如“信访不信法”、集体行

动、暴力抗争甚至借助黑恶势力等破坏法治规则的社会越轨行为。对于构建法治国家而

言，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警示音”。

再次，司法程序和司法结果对民众的警察信任和法官信任均有显著影响，但影响路径

有所差异。相较而言，司法程序更能影响民众对警察和法官职业道德与廉洁性的评价，司

法结果则更能影响民众对警察和法官专业技能的评价。简言之，司法程序影响信任，而司

法结果则更能影响信心。在“虽有信心、却难信任”的微观理论观照下，上述结果意味着，

要增强民众对警察和法官的信任，仅仅注重提升警察与法官的专业技能，以提高他们处理

各自领域司法案件的效率是不够的。增强司法程序的公正性，避免非法干预，让民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才是更为务实而有效的举措。

如果说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增强民众的司法信任不仅是这场

革命的“火车头”，也是增强国家治理合法性的“蓄水池”。作为“奉法者”的两类典型代

言人，警察和法官分别居于依法治国的前沿阵地和后防中心。如果民众对警察和法官缺

乏足够的信任，那么，依法治国就会由于同时面临“前线失守”和“后院起火”而举步维艰。

本研究揭示的中国民众司法信任二元结构微观理论之于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至

少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政策启示。

首先，警察和法官的角色定位绝不仅仅是“争端终结者”，他们更应成为“正义守卫

者”。司法机关或相关政府部门在公布司法案件最终处理结果之前，不仅需要反复检验

案件客观要素，更应审慎核查警察和法官的执法（侦查）和审判程序是否公正。例如，警

察是否对嫌犯刑讯逼供、法官是否偏向某方当事人以及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是否受到来

自其他方面的不当或非法干预等。一旦发现上述情况，司法机关应重启司法程序，确保民

众在司法案件中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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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明确界定警察和法官在执法、侦查和审判工作之外从事

其他活动的行为边界，对警察和法官有损职业道德或影响司法形象等偏差或失范行为进

行及时、准确的问责和惩戒。

再次，“虽有信心”只是相对于“却难信任”而言的，它并不意味着民众对警察和法官

的专业技能具有较高的满意度。此外，虽然司法结果主要影响信心，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信任。因此，需要加强警察和法官的职业能力培训，建立定期与不定期考核相结合的

制度，淘汰专业技能不合格者，创新“催督办”工作方法，提升执法、审查和审判的质量和

效率。

最后，政府在推进司法公开、让公众了解司法活动相关信息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舆

论环境的整肃力度，规避司法活动受到失实舆论或其他非法干预的风险，确保警察和法官

依法独立、公正地进行执法、侦查和审判。

［本文为作者参加的２０１８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承认’的城市空间
正义及实现机制研究”（１８ＣＺＸ０５８）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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